
1943 年 1 月 5 日载 “中间为

邻 舍 高 歌 及 鼠 闹 扰 醒 者 多

次 ”， 看来联大宿舍这方面一

直做得很差 。 事实上 ，云南一

直都是斑疹伤寒的高发地区 ，

中国最后一次大流行就在昭

通地区 。

大疫一旦袭来， 场景极度

可怕，日记于此也有描述，1944

年 4 月 9 日载 ： “晚间邵光明

来，言自思茅甫还，其地三年来

连传大疫， 死亡殆尽， 十室九

空， 在城内行走， 恍若警报景

况。 全县不足万人，土田荒芜。

往时之富庶之乡，今竟如此，而

外人罕知之”。

另有赤痢 ， 即细菌性痢

疾，当年有五字歌 ：“每届夏秋

季，赤痢最流行。 疴红又疴白，

痛苦十万分 。 一日几十次 ，昼

夜都不停 。 体力大消耗 ，衰竭

亦丧身 。 ”菌痢由痢疾杆菌引

起，现已少见 ，当年可是烈病 ，

并发感染性休克或中毒性脑

病者大多死亡。 前述庄前鼎教

授是紧俏的军工人才 ，也被此

病耗去了家底。

寻常腹泻更是常见。 1938

年 4 月 11 日载“昨夜四时腹大

痛，如厕大泻 ，七时起 ，复泻 ”，

初到昆明，郑天挺以为是大病，

后来“幸即止”，虚惊一场。之后

病泻数不胜数，如 1939 年 5 月

23 日至 25 日， 教员公舍中十

人病倒了四人， 汤用彤、 罗常

培、黄国聪 、陈雪屏先后腹泻 ，

郑天挺有 “水不洁欤？ 饭不洁

欤？ ”的怀疑，不过也就是怀疑

罢了，没有追究的下文。

腹泻多了， 慢慢也就习惯

了。 1940 年 4 月 6 日至 7 日，

郑天挺腹泻十二次， 一直未就

诊，到了 4 月 8 日，“气结腰弱，

倚扶而立 ，颇不能支 ”，可当晚

七时半， 联大有课安排， 相授

“清初之圈地与逃人”， 课程隔

周一次， 为了不让学生白跑一

趟，郑先生还是勉力前行。

1940 年 11 月的这次腹泻

最狠， 从 24 日持续到 28 日。

除了继续狐疑“水不熟乎？新米

不易消化乎？食不洁乎？”之外，

就是口服了几次“苏达片”。 苏

达片为小苏打 （碳酸氢钠片），

可用来补充体内电解质丢失 ，

对腹泻本身并无治疗作用。 尤

以 27 日最尴尬，不巧赶上一天

四会（迁校委员会、赴川教职员

茶会、联大常委会、文科研究所

委员会均开会 ）， 其间大泻数

次，且腹涨异常 ，又不敢进食 ，

最终困惫至极。

过了两年， 腹泻这事不仅

见怪不怪，简直成了生活调剂。

1942 年 7 月 16 日， 遇见陈雪

屏，陈氏最近拉肚子，自疑为痢

疾，请医诊之，非也。 郑天挺打

趣这位心理学教授， 他人都是

由水泻转痢疾， 而陈氏却由痢

疾转水泻，岂亦心理作用耶？两

人相视大笑。

到了 1943 年 ， 都可以给

自己开方子了 。 11 月 10 日至

12 日 ，郑天挺水泻十五次 ，自

服 “药特灵 ”愈 。 “药特灵 ”即

磺喹碘 ， 是治疗肠道阿米巴

病的良药 ， 一直到八十年代

还在临床使用 ， 对其他病原

体并无作用 。 原来郑先生误

打误撞 ， 治好了自己的肠阿

米巴病 。

当年为了遏制猖獗的传染

病，也可采用疫苗预防。上世纪

30 年代以前多依靠国外疫苗，

后来中国卫生试验所和上海卫

生试验所相继成立， 国内研发

出多种疫苗， 还总结了符合国

情的接种方法：春天种痘，夏季

注射霍乱 、伤寒 、痢疾疫苗 ，秋

季注射预防白喉、猩红热毒素，

冬季注射流脑疫苗。不过，春去

秋来 ，南渡北归 ，纵览日记 ，郑

天挺和同事均未有过疫苗接种

的记载。

附记： 本文部分论述曾另

文刊载于 《点滴 》，今结合时事

重新成文，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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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民亦即爱国，刻民则是祸国，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就认识到的道理。富弼的救灾防疫，践行的就

是这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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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地方官的救灾防疫
王瑞来

庚 子伊始 ，疫情大作 。 闭

门不出 ，读书校勘 。 读

《宋史》卷三一三 《富弼传 》，其

中一段记载 ，讲北宋名臣富弼

主持地方行政时救灾防疫的

做法 ，似可为对应时艰提供一

些启示。

《富弼传》的记载如下：

河朔大水，民流就食。 弼劝

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廪，得公私

庐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以便

薪水。 官吏自前资、待缺、寄居

者，皆赋以禄 ，使即民所聚 ，选

老弱病瘠者廪之，仍书其劳，约

他日为奏请受赏。 率五日，辄遣

人持酒肉饭糗慰藉，出于至诚，

人人为尽力。 山林陂泽之利可

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 死者为

大冢葬之，目曰“丛冢”。 明年，

麦大熟，民各以远近受粮归，凡

活五十余万人，募为兵者万计。

帝闻之， 遣使褒劳， 拜礼部侍

郎。 弼曰：“此守臣职也。 ”辞不

受。 前此， 救灾者皆聚民城郭

中，为粥食之 ，蒸为疾疫 ，及相

蹈藉， 或待哺数日， 不得粥而

仆，名为救之，而实杀之。 自弼

立法简便周尽，天下传以为式。

这段记载讲的是 ，在北宋

庆历八年 （1048），黄河以北发

生严重水灾 ， 灾民流离失所 ，

时任知青州的富弼动员青州

的百姓出粮 ，并开官仓 ，进行

救灾。 富弼筹划征集到公家与

私人住所达十万余所 ，用来安

置来到青州的灾民。

富弼不仅动员普通百姓 ，

把当地退休和等待任职的官

员也动员起来 ，给予一定的报

酬 ，让他们参与救灾 ，并许诺

日后为他们请赏。 这些退休和

待职的官僚是地方上的有势

力者 ，南宋乃至明清社会的乡

绅阶层的主要构成 ，也是这一

类人。 富弼很重视发挥地方上

这些人的能量 ，时常好酒好饭

地犒劳。

此外 ， 原本属于国有的

“山林陂泽之利 ”， 在非常时

期 ，也开放给流民 ，让他们藉

以为生。 对死者集中埋葬。 其

实也是为了避免瘟疫的发生。

富弼的这些做法 ， 让 50

余万灾民活了下来。

那 么 ，富弼的做法与以前

的救灾有什么不同呢 ？

前面的引述也有介绍 ，说以前

都是让灾民集中住在城区 ，施

以粥食 。 由于集中居住 ，很容

易流行传染病 ， 造成二次灾

害 。 并且施粥不济 ，以及其他

原因 ，又造成很多人死亡 。 所

以记载说这样的做法是 “名为

救之，而实杀之”。

在疫病大面积流行，感染隔

离者甚众的当下看来，富弼的做

法最有启示意义的有几点。

第一是 “散处其人 ”。 “散

处其人 ”并不是无组织地放任

居处 ，而是筹划征集了大量空

闲住所来提供居住 ，进行有序

的隔离 。 何时何地 ，相信总有

一些空闲住所可资利用 ，如酒

店 、学校之类 。 这样做的好处

是便于隔离和救助。

第二是从人力到物力 ，充

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 中国

古代的乡绅阶层 ，是联系国家

与民众的重要一环。 缺失了这

一环 ， 社会便缺少调节的弹

性 ，重大变故发生 ，仅依赖国

家的行政力量或民众无组织

的自发救助 ，都难以达到很好

的效果 。 富弼救灾的成功 ，也

是在于把这样的重要社会力

量动员了起来 。 有时候 ，救灾

的方法不当 ，反而会带来不好

的结果 ， 就像上述记载所说

“名为救之，而实杀之”。

第三 ， 非常时期变通施

政 ， 在一定程度开放官禁 ，来

鼓励民众自救 。 弥灾 ，社会才

能安定。

第四 ， 及时做出各种措

施 ，避免瘟疫流行等次生灾害

的发生。

天灾往往伴随着人祸。 当

天灾来临时 ， 如果处置不当 ，

也会造成人祸。 这在历史上屡

见不鲜 。 《金史 》就记载 ，在金

朝灭亡的前两年 ，即 1232 年 ，

五月 “汴京大疫 ，凡五十日 ，诸

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 ”。 这次

大疫 ，《金史 》 在另一处记载 ，

说是“死者百余万”。 大疫带来

的大量死亡 ，尽管有饥馑和元

兵围城的因素 ，但很大程度上

是处置不当造成的 。 这从 《金

史》记载疫后一个月 “园户 、僧

道、医师 、鬻棺者擅厚利 ”的乱

象便可看出。 尽管人类面对灾

害 、疾病 ，有时会在技术层面

上显得无力 ，但妥善而及时的

行政干预和引导 ，无疑会使受

害的范围和程度得到一定的

控制与缩小。

水灾过后 ，据 《宋史·仁宗

纪 》的记载 ，河北的确发生了

瘟疫 ，皇帝还 “遣使颁药 ”。 但

相信富弼的管辖地域没有出

现疫情 ，所以富弼的做法得到

了宋仁宗的肯定 ，还给富弼晋

升了官阶 。 不过 ，富弼拒绝了

晋升 ，说这是我作为地方官应

尽的义务。 中国古代士大夫以

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 ，在富弼

身上又显现了光芒。 富弼的改

革同道范仲淹说过 “私罪不可

有 ，公罪不可无 ”这样一句不

大为人注目的话 。 因私不犯

罪 ，因公要担责 。 富弼的创例

救灾 ，也体现了古代士大夫的

担当精神。

唐 太宗经常用 “水亦载

舟 ，水亦覆舟 ”的古语

来比喻君与民的关系 。 “朕即

国家 ”， 古代的君主是一个王

朝的代表。 国家与百姓是一个

不可分割的整体 。 君主制下 ，

民亦是臣民。 处理君与臣的关

系 ，先秦时代的孟子就曾告诫

过齐宣王 ：“君之视臣如手足 ，

则臣视君如腹心 ；君之视臣如

犬马 ，则臣视君如国人 ；君之

视臣如土芥 ， 则臣视君如寇

仇。 ”对于臣或民，古代的思想

家视之为天。 古老的《尚书》就

讲“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

听 ”。 《左传 》 也传述着古语 ：

“国将兴 , 听于民 ; 将亡 , 听于

神。 ”古代的民本思想，多是政

治角度的讲述。 为何一定要爱

民 ？ 因为除了政治的认识 ，作

为弱小的个体之民 ，面对天灾

人祸 ， 最缺乏抵御保护能力 。

范仲淹就曾在诗中慨叹 ： “福

至在朱门，祸来先赤子。 ”对于

纳粮纳税的百姓 ，国家负有保

护的义务 。 爱民亦即爱国 ，刻

民则是祸国 ，这是中国古代思

想家早就认识到的道理。 富弼

的救灾防疫 ，践行的就是这些

道理 。 因为 “民心是最大的政

治”。 正如《汉书》所记，悦民意

方能顺天心。 民心即天心。 为

民即是为国 ， 民安方能国泰 。

民是前提，位置不能颠倒。

富弼的做法由于简便周

到 ， 不仅得到了皇帝的肯定 ，

此后 “天下传以为式 ”，成为一

种成功的救灾范式被后来各

地所沿用 。 不仅宋代 ，甚至在

明清时代的救灾书籍中 ，也常

常引述上面 《宋史·富弼传 》这

段记载。

历史是面镜子 ，不仅资治

需要通鉴 ，救灾纾难 ，历史也

能提供启示 ，把握人类走向未

来的命运。

（作者为四川大学讲座教

授 、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

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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